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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源环境承载力状态评价研究成果众多，研究视角多侧重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

的传统途径。本文构建了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框架体系，通过建立“PS-DR-DP”正六

边形相互作用力理论模型，将资源环境承载力分解为“压力—支撑力”“破坏力—恢复力”“退化

力—提升力”三对相互作用力，分别对应资源支撑能力、环境容量和风险灾害抵御能力，根据不

同作用力大小变化所引起的六边形的形状和面积的变化综合测度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状态的

变化。基于上述理论模型，采用分类排列多边形图示法，研究了北京市2010-2015年资源环境

承载力状态的变化。结果表明，2010-2015年北京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趋于理想承载状态。2010

年正向因子综合承载作用力与负向因子综合承载作用力的比值为1.0143，比值大于1，区域承

载状态较好；而 2015年该比值为 1.1411。与 2010年相比，2015年北京市资源环境承载状态相

对更佳。2015年相比较于 2010年，负向因子作用力均减弱，正向因子综合作用力增强。2015

年人口规模为2171万，承载贡献均值为0.7025，进入最佳承载门槛，且仍具有进一步承载的空

间。研究结论对北京市2020年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以内提供了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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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很早就认识到了地球空间与资源的有限性与人地关系和谐统一的重要性，并致
力于了解周围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概念1920年首次在生态学领域被明确界定为“特定的
环境条件下，生物种群、个体数目存在着极限值”[1]。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
的极限》，首次定义资源环境承载力概念：快速工业化、人口剧增、粮食私有制、不可再
生资源枯竭与生态环境恶化，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生态环境破坏在某个时段
内达到极限[2]。国内外研究机构随后提出了一系列定义、计量方法与评价指标体系。

国外早期以建树理论、方法研究为主。农业生态区域法 （Agro-Ecological Zone

Project, AEZ） [3]以自然因素为评价，应用广泛可操作性强，但指标选取限制于农业自然
条件，导致评价结论不够全面。系统动力学法（System Dynamics, SD） [4]在深入研究资
源环境承载力未来预警状态的当下应用最广泛，通过建立动态模型从系统内部结构来解
释因果关系，侧重于环境问题的研究。生态足迹法（Ecological footprint, EF）是计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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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承载力与人类经济活动供需均衡关系与评价系统可持续发展程度的生态承载力计量方
法[5-6]，可用于不同区域对照评估，但无法全面反映社会经济活动因素对生态承载力的影
响。能值分析法（Energy Analysis, EA）旨在于将系统中不同种类、不可类比的能量转换
并建立统一标准的综合能值指标体系，通过能值定量计算评价地球生态承载力[7]，为承载
力评估确立了统一的衡量标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8]，但囿于参数选取准确度高，实际应
用存在发展滞后的问题。进入新世纪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研究者主要对沿海环境保
护、水产养殖业、湖泊水质和旅游业承载进行微观区域研究[9-12]，印度、伊朗、坦桑尼亚
等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则集中关注于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13-15]。国外研究相对更关注资源环
境微观承载能力，较少研究综合资源环境承载力。

中国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始于1964年竺可桢先生对气候与粮食生产潜力的定量
化研究[16]，1991年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研究所提出规范“环境承载力”概念[17]，1992年中
国科学院牵头的水资源新疆课题组提出“水资源承载力”概念[18]。同时，提出了资源与
需求的差量法[19] （简单易行，但不能表达研究区域的社会经济状况及人民生活水平）、综
合评价法[20] （考虑因素全面灵活，然所需资料数量巨大）和状态空间法[21] （定量计算较
为困难）等评价方法。中国承载力研究早期主要集中于土地资源[22-27]，以此来反映不同国
家或地区的人口承载。同时也涌现出了一系列以水环境、水资源、大气环境与土壤环境
等单一要素为主的承载力研究[28-31]，然而大多数结论被实际证明低估了资源环境承载力水
平。2000年以来，国内开始转向以中国主体功能区划为契机的区域综合性承载力研究[32-33]，
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程中首次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综合评价应用于重大规划决
策[34]，到密切关注实际预警应用[35-37]，都体现了中国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发展的进步。但
上述研究相对忽略了资源环境系统的开放性与动态性，基本缺乏对极限承载力前提条件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稳定结构的研究，从而导致研究结论大多小于区域人口实际可承
载能力。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为代表的团队基于“短板原理”与“增长
极限原则”首次全面构建了国家层面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综合评价理论体系与
框架，给资源环境承载力划定了不超载、临界超载和超载3种评价类型，在此基础上制
定了预警技术流程、评价体系与集成方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在全国全面试行[38-39]，
具有重大意义。但该预警体系并未提出全面适用的具体的临界超载与超载的关键阈值与
预警指数标准，模糊的参照使实际操作存在较大难度。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增长极限问题和人地关系稳定系统，
构建PS-DR-DP正六边形相互作用力理论模型，优化现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综合评价
指标与评价方法，划分了资源环境承载力承载等级标准与对应状态，尝试提出区域资源
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的新思路。

2 模型方法

2.1 概念模型
无论是运用“增长极限”原则还是“短板效应”原理，都应以维持人地关系地域系

统稳定为前提，本文遵循力学中承载力原理及生态学中“增长极限”原则，定义资源环
境承载力为：在一定时期内的特定条件下，资源利用达到“完全充填”与“最具效率”
双重优势且维持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稳定态势的最大人口规模。资源环境承载力具有系统
性，由资源支撑能力、环境容量与灾害风险抵御能力三部分综合而成。资源支撑力是指
区域在现行技术条件与经济水平条件下可获得的资源总量所能支撑的最大人口规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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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容量是水、土、大气环境对人类生产生活废弃物的纳污能力，主要指示不同用途的淡
水达到最低质量标准，土壤环境达到农业生产的最低标准，大气污染物含量不超过人类
健康生存的最低标准，环境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规模；灾害风险抵御能力是指人类预
报、预防重大灾害及防治其对人类负面影响的能力，主要指示在重大灾害冲击下所能保
障的最大人口规模。资源环境承载力具有开放性与层次性。不同区域之间资源环境承载
力因子紧密联系，低一级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因子包含在高一级区域之内，承载能力有
大有小，等级各异的区域具有不同的承载极限。资源环境承载力具有动态性，随着人类
经济活动强度增大，资源环境承载力也增大，直至人类经济活动达到资源环境承载力不
可逆的有害点，即为资源环境承载力阈值。

目前广泛应用PSR（Pressure-State-Response）与DPSIR（Driving Force-Pressur-State-
Impact-Response）两个模型对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模拟研究。PSR模型能明确表征系统
中的因果关系，但它的指数选取有赖于研究人员的主观判断与经验水平，不能把握系统
的结构和决策过程，对于复杂的反馈系统处理效果不佳[40]。DPSIR模型从人地系统综合
性角度出发，能够对问题进行全面分析，是PSR模型的延续与完善。但专注于“增长极
限”问题研究，仅表达了传统的“响应式”环境保护观念[41]，缺乏目前资源环境保护亟
需的预警导向评价过程。因此本文提出资源
环 境 承 载 PS- DR- DP （Pressure- Support；
Destructiveness- Resilience； Degradation-
Promotion）正六边形相互作用力模型。回归
承载力原始概念，将承载力分解为多个力的
合力之和，对不同的评价方法得到的信息加
以归纳综合，同时考虑“增长极限”及“结
构稳定”两个问题，以六边形模型的填充程
度模拟资源环境承载力动态变化，形成“预
警导向式”的资源环境承载评价机制（图1）。

PS-DR-DP模型中，压力是指人类社会经
济活动对资源的消耗总量，支撑力是在现行
技术条件下可供利用的资源潜量，压力与支
撑力的合力表征资源利用情况；破坏力是指
由于人类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流行病
及重大自然灾害等对人类造成的生命伤害，
恢复力是指人类处理环境污染的能力与预
报、抵抗、修复重大自然灾害伤害的能力，
破坏力与恢复力的合力表征风险灾害抵御能
力；退化力是指资源退化与生态环境退化的
状态，提升力是指人类利用技术水平与提高
资源利用率的方式延缓或修复资源环境退化
的能力，退化力与提升力的合力综合表征资
源环境退化程度。压力、破坏力与退化力三
者表示资源环境的负向荷载，支撑力、恢复
力与提升力三者表示资源环境的正向荷载。
承载力的理想状态是既不达到阈值，又保持
稳定状态 （图 2）。六个作用力之间相互联

图1 资源环境完全承载状态预警模型
Fig. 1 The warning model of full loaded stat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图2 资源环境理想承载状态模型
Fig. 2 The perfect state mode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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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相互制约，相互渗透。

2.2 研究方法

2.2.1 指标信度分析 为避免或尽量降低个人主观判断对指标选择的影响，对选取的指标

体系进行信度分析。信度（Reliability）即可靠性，它是指运用指标体系作为测量工具时

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信度系数越高，表明指标体系的可靠性越高。Cronbach α系数

对照表显示，α ≥ 0.9表明量表十分可信；0.7 ≤ α＜0.9表明信度可以接受；0.5 ≤ α＜0.7

有些项目需要修订；低于0.5表示量表中有些项目需要抛弃。

本文采用目前最常用的Cronbach α信度系数对基于标准化项的指标体系内在一致性

进行评价[42]：

α = (n n - 1)( )1 -∑si
2 st

2 （1）

∑si
2 =∑( )k m

i - km

2
（2）

式中：α为信度系数；n为指标变量数；∑si
2 为各个变量组内方差之和； st

2 为指标变量

总体方差； k m
i 为第m个指标体系中的变量值； km 为第m个指标体系的变量均值。

2.2.2 承载力贡献值计算 基于城市生态评价的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评价方法[43]，本文

对其计算方法进行了改良，使之数学表达更准确。设共有N个标准化指标，以原点 0为

中心，以标准化的上限值1为半径形成中心N多边形，各指标值在原点与中心N多边形顶

点间取值，指标值连线组成不规则 N 多边形，按分类排列乘法原理，N 个指标可形成

（N-1）!/2个不同的不规则N多边形。定义各不规则N多边形面积的均值与中心N多边形面

积之比为各分项承载力贡献值，表示各分项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其计算公式为：

C =
∑

i < j

i, j

(k m
i + 1)( )k m

j + 1

N(N - 1)
（3）

S =
∑
i = 1

i

C
p

i

∑
j = 1

j

C n
j

（4）

式中： C 表示分项承载力贡献值；N表示各分项指标数量； k m
i 、k m

j 为第m个指标体系中

第 i、j项指标值； S 表示承载状态； C
p

i 表示第 i个正向贡献值； C n
j 表示第 j个负向贡

献值。

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复杂，不能简单以“短板原理”为评判

标准，定义正向承载力贡献值之和与负向贡献值之和的比值为承载状态。比值大于 1，

表明区域承载状态良好，且比值越大，区域承载状态愈好。反之，则表明区域承载状态

出现超载，应该予以预警。

2.2.3 承载等级标准划分 资源环境承载力不仅受限于自然本底因素，经济技术进步对其

的影响也逐渐增强，甚至占据主导地位。城市化进程是资源环境承载力不断变化的根本

推动力，在一定范围内，城市化水平越高，区域承载能力越强，当城市化水平过高，对

区域承载能力造成伤害时，承载能力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二者相辅

相成。本文借鉴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3——城市

现代化研究》对城市化过程三个阶段标准为基本依据，参考发达国家城市化转变为逆城

市化的普遍转折点，划定资源环境承载力等级（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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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标体系构建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资源承载力和
环境承载力的综合表现，由于两者的
不确定性、开放性与动态性，相关指
标数量众多复杂，且资源环境本身具
有区域差异性，导致无法设立统一的
量化指标体系，否则容易出现指标体
系过于庞大难以计算、指标体系过于
宏观笼统及指标体系不能全面反映系统内涵属性特征等问题，导致结论不准确或科学性
不强。指标体系的建立是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核心部分，是关系到评价结果是否可信
的关键因素。本文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区域性、层次性、开放性和动态性等基本原
则，在借鉴现有文献研究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主要参考《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
（2016版）的基点和技术方法进展》与2017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中基础评价一栏中
包含的土地资源（压力指数）、水资源（开发利用量）、环境（污染物超标程度）、生态
（健康状态）四项综合指标，结合数据可量化性与可获得性，尝试构建科学可行的资源环
境承载力三对合力评价指标体系，对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综合评估。因此，根据本文对
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概念界定，以区域水、土、能源资源的使用量与拥有量表征资源“完
全充填”的状态，以单位GDP能耗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表征目前条件下的资源“最具效
率”的程度（表2），以及综合指标表征区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环境与生态的稳定态势
（表3、表4）。

4 北京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

4.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08-2016年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

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中国水土保持公报》，
部分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统计年鉴》（2008-2016年）、北京市政府各部门的公开信息及年
度报告。
4.2 指标可信度分析

基于原始数据的完整性与可获得性对比，本文选择北京市2008-2010年间3个年份的
资源环境承载力各分力指标体系的原始数据，利用min-max方法进行标准化，结果如表5
所示。对标准化后的指标项进行SPSS可信度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表明可信度系数
均高于0.90，综合可知所选指标体系的可信度较高，能较为客观地评价北京市资源环境
承载力。
4.3 实证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各界、学科背景各异的研究者极为关注北京市人口规模上限
的预测。对于北京市人口规模是否超载的问题，研究者大多认为无可争辩，早期研究甚
至认为北京市人口规模不能超过1800万。国务院2017年9月28日同意批复的《北京市城
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中规定，北京市将以资源环境为硬约束，确定人口总量上
限控制在 2300万以内。因此，通过确定承载状态从而判断可承载人口规模变得十分重

表1 资源环境承载力等级标准
Tab. 1 The classifica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等级

Ⅰ
Ⅱ
Ⅲ
Ⅳ

贡献值均值

C ≤ 0.30

0.30＜C＜0.70

0.70 ≤ C＜0.85

C ≥ 0.85

承载力状态

低水平平衡，近似稳定态

高速增长，非稳定态

理想承载，近似稳定态

完全承载，趋于非稳定态

注：贡献值均值为分项承载力贡献值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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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压力与支撑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 2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pressure and support

目标层

压力

支撑力

影响因子

水资源

土地资源

能源

人口

资源支撑

经济社会支撑

指标

人均用水量(m3)
用水总量(亿m3)

耕地征收面积(km2)
工矿占用土地(km2)

煤炭消费量(亿 t)
原油消费量(万 t)
天然气消费量(亿m3)
电力消费量(亿kw·h)
单位GDP能耗(t标准煤/万元)

人口密度(人/km2)
年末常住人口(万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
城镇失业率(%)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人均水资源量(m3/人)
水资源总量(亿m3)
土地面积(km2)
年内增加耕地面积(km2)
耕地面积(km2)
人均粮食产量(kg)
水力发电量(亿kw· h)
煤炭储量(亿 t)
原油生产量(万 t)
天然气产量(亿m3)
发电量(亿kw·h)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万元)

序号

K1
1

K1
2

K1
3

K1
4

K1
5

K1
6

K1
7

K1
8

K1
9

K1
10

K1
11

K1
12

K1
13

K1
14

K1
15

K1
16

K1
17

K1
18

K1
19

K1
20

K1
21

K1
22

K1
23

K1
24

K1
25

K1
26

K1
27

K1
28

注：K1
i代表压力与支撑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变量。

表3 破坏力与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 3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estructiveness and resilience

目标层

破坏力

恢复力

影响因子

大气环境

水环境

土壤环境

重大灾害

污染处理能力

防治灾害能力

指标

二氧化硫排放量(万 t)
烟(粉)尘排放量(t)
废水排放总量(万 t)
化学需氧量(万 t)
工业危险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万 t)
工业一般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万 t)
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病死率(1/10万)
地质崩塌等地质灾害事故(次)
突发环境事故次数(次)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
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万 t)
工业一般固体废物处置量(万 t)
工业危险固体废物处置量(万 t)
城市污水处理率(%)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个)
自动气象站点个数(个)
地震台数总数(个)
应急避难场所(个)

序号

K2
1

K2
2

K2
3

K2
4

K2
5

K2
6

K2
7

K2
8

K2
9

K2
10

K2
11

K2
12

K2
13

K2
14

K2
15

K2
16

K2
17

K2
18

注：K2
i代表破坏力与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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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于时效可用性与中国各级政府
五年规划特点，选择北京市 2010 年
与 2015 年进行承载状态对比分析，
尝试对北京市承载状态进行探讨，结
果如表7、图3和图4所示。

参照资源环境承载力等级划分标
准（表 1）及上述分析可知，北京在
2010年与 2015年均处于未超载的非稳定态。2010年承载状态值为 1.0143，比值大于 1，

表4 退化力与提升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 4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egradation and promotion

目标层

退化力

提升力

影响因子

土地荒漠化

森林退化

水土流失

保护与治理

指标

土地沙漠化面积(hm2)

人工林面积(hm2)

森林病虫鼠害发生面积(hm2)

水土流失面积新增(hm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hm2)

森林面积(hm2)

湿地面积(hm2)

造林面积(hm2)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小流域治理面积(hm2)

森林病虫鼠害防治率(%)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hm2)

自然保护区面积(hm2)

序号

K3
1

K3
2

K3
3

K3
4

K3
5

K3
6

K3
7

K3
8

K3
9

K3
10

K3
11

K3
12

注：K3
i代表退化力与提升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变量。

表5 2008-2010年北京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标体系标准化数值
Tab. 5 Evaluation index standardization value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of Beijing

from 2008 to 2010

指标

K1
1

K1
2

K1
3

K1
4

K1
5

K1
6

K1
7

K1
8

K1
9

K1
10

K1
11

K1
12

K1
13

K1
14

K1
15

K1
16

K1
17

K1
18

K1
19

2008年

1.0000

0.1665

0.0527

0.2323

0.0130

0.0530

0.2877

0.3272

0.0031

0.0376

0.0840

0.0162

0.0863

0.0527

0.9749

0.1622

0.0778

0.0094

0.0110

2009年

1.0000

0.1725

0.1440

0.4116

0.0129

0.0565

0.3372

0.3592

0.0029

0.0369

0.0904

0.0170

0.0680

0.0591

0.6152

0.1059

0.0797

0.0096

0.0113

2010年

0.8629

0.1604

0.0679

1.0000

0.0120

0.0509

0.3407

0.3690

0.0026

0.0544

0.0894

0.0140

0.0638

0.0643

0.5658

0.1052

0.0748

0.0090

0.0106

指标

K1
20

K1
21

K1
22

K1
23

K1
24

K1
25

K1
26

K1
27

K1
28

K2
1

K2
2

K2
3

K2
4

K2
5

K2
6

K2
7

K2
8

K2
9

K2
10

2008年

0.3577

0.0002

0.3173

0.0000

0.0000

0.1172

0.0548

0.0124

0.0051

0.0661

0.0190

0.6089

0.0543

0.0645

0.0622

0.1115

0.0860

0.1989

0.0785

2009年

0.3513

0.0002

0.3401

0.0000

0.0000

0.1200

0.0597

0.0137

0.0057

0.0538

0.0165

0.6372

0.0448

0.0507

0.0562

0.0500

0.0543

0.1403

0.0778

2010年

0.2838

0.0020

0.1727

0.0000

0.0000

0.1230

0.0634

0.0140

0.0060

0.0542

0.0181

0.5308

0.0434

0.0538

0.0599

0.0725

0.0519

0.1415

0.0774

指标

K2
11

K2
12

K2
13

K2
14

K2
15

K2
16

K2
17

K2
18

K3
1

K3
2

K3
3

K3
4

K3
5

K3
6

K3
7

K3
8

K3
9

K3
10

K3
11

K3
12

2008年

0.0605

0.0402

0.0366

0.4243

0.1667

1.0000

0.5591

0.1774

0.1202

0.5959

0.0858

0.0706

0.0098

0.0198

0.8336

0.0757

0.0610

0.0219

1.0000

0.2991

2009年

0.0511

0.0341

0.0258

0.3633

0.1403

1.0000

0.4570

0.1493

0.1049

0.6849

0.0754

0.1105

0.0142

0.0346

1.0000

0.0661

0.0164

0.0191

0.9833

0.2611

2010年

0.0613

0.0368

0.0307

0.3873

0.1462

1.0000

0.4387

0.1557

0.0965

0.6568

0.0730

0.0571

0.0276

0.0258

0.9589

0.0634

0.0146

0.0183

1.0000

0.2504

表6 指标可信度分析结果
Tab. 6 Reliability index analysis results

项目

压力与支撑力评价指标体系

破坏力与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

退化力与提升力评价指标体系

Cronbachs
α

0.949

0.998

0.999

样本容量
(项)

28

18

12

排除项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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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状态良好，且承载贡献均值为 0.6908，
趋向于理想模式发展；2015年承载状态值为
1.1411，承载贡献均值为 0.7025，均大于
2010年的值，表明2015年北京市承载能力好
于 2010 年。整体上，2015 年相比较于 2010

年，负向因子作用力均减弱，正向因子综合
作用力增强。除压力与支撑力外，存在负向
因子作用力大（小），则正向因子作用力也大
（小）的规律，正向因子具有被动变化的特
点。破坏力与退化力均有较大幅度减弱，说
明北京市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控制得当，抵
御风险能力较强。但也有微妙变化之处，
2015年贡献值中指示生态保护方面的退化力
与提升力，前者减弱，后者不降反升，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开始跳出传统的“驱动力
—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的被动模式，
拥有积极提前预防预警，掌控生态环境发展
的主动思维。最值得注意的是，与普遍认为
北京处于压力不断加大的印象不同，在人口
净增 209余万人，GDP增加 8901亿元的情况
下，相较于2010年，2015年北京市资源压力
不增反而出现微小负增长，而资源支撑力保
持了较快的增长率。当然，我们也应该考虑
到北京市自身资源较为匮乏，对外依赖度较
高的事实（表 8）。仅以北京市本地资源作为
分析基础，北京市能承载的人口应该远小于现在的数量。然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应
该是在其能力范围内所能获得的资源或条件下所能承载的人口规模。北京市与周围城市

表7 2010年与2015年北京市承载状态对比
Tab. 7 Comparation of carrying capacity state in Beijing between 2010 and 2015

承载贡献值

2010年

2015年

压力

0.7468

0.7428

支撑力

0.6065

0.6627

破坏力

0.6191

0.5827

恢复力

0.7874

0.7443

退化力

0.6917

0.6432

提升力

0.6931

0.8394

承载状态值

1.0143

1.1411

贡献值均值

0.6908

0.7025

注：表内数据为原始数据保留至小数点后4位。

图3 2010年北京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状态
Fig. 3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state of Beijing in 2010

图4 2015年北京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状态
Fig. 4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state of Beijing in 2015

表8 2010年与2015年北京市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
Tab. 8 The external dependence degree of energy and resources of Beijing between 2010 and 2015

净调入量

2010年

2015年

2010对外依存度(%)

2015年对外依存度(%)

原油(万 t)

1116.29

1165.18

100

100

天然气(亿m3)

74.79

130

100

88.51

水资源(亿m3)

12.1

11.4

34.375

29.84

注：对外依存度=当年净调入量/当年消费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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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近程耦合关系，与国内其他地区以及国际区域存在远程耦合关系，各种关系错综复
杂，这种获取的能力无论是通过行政手段还是物资交换，都是资源环境承载力开放性的
体现。因此，尽管目前北京市资源压力仍大于资源支撑力，但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与进
步，仍可以期待其较为良好的发展潜力。

2016年有研究以可能满意度模型对北京市综合环境承载力进行预测，认为北京市可
接受的人口规模为 2250万~2500万人，最佳承载为 2350万人，且达到 2500万的难度较
大[44]。从本文的研究看，2015年北京市承载人口规模为 2171万，压力贡献值为 0.7428，
承载贡献均值为0.7025，整体趋于理想承载状态，与理想阶段上限值0.85相比较，仍有
进一步承载的空间。按照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在人口规模扩大同时，北京市资源承载压
力不增反减，因此认为北京市最大人口规模在近2200万的基础上仍有较大余地。考虑到
人居满意度，本文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较为吻合。对北京市资源承载力研究被引量
最多的研究[45]以北京市最受约束力的水资源作为限制条件，以北京市通州区为例分析该
区域水资源可承载人口，认为通州区至2020年最多可承载人口为119万人，而2010年该
区域人口已达118.4万人，2015年为137.8万人。2008年的一项对北京市海淀区水土资源
承载力的研究预测该区2020年的当量人口规模为307.33万人[46]。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海淀区常住人口为 328.1万人，也超过了该研究对海淀区 2020年的预测值。因此，
本文认为水土资源对区域约束作用固然重要，但在未来的发展中并不会成为绝对因素，
单向关注本地资源，忽略区域可获得资源的能力的分析方式的预测结果相对紧缩，指导
应用效果不佳。评价北京市相对资源承载力的研究认为，1995年以后，北京市实际人口
数量始终高于综合承载力，人口处于超载状态，发展前景堪忧[47]。本文认为综合承载力
随时代变化，北京市人口将继续趋于理想承载状态，适当控制人口规模，北京市将既保
持良好的理想承载状态又推动经济社会继续进步。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回顾与总结承载力概念与方法研究发展与延伸的基础上，定义了综合考虑
“增长极限”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稳定结构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概念，认为资源环境承载力
由资源支撑能力、环境容量与风险灾害抵御能力三部分综合而成。创建了PS-DR-DP（压
力—支撑力；破坏力—恢复力；退化力—提升力）正六边形相互作用力理论模型，利用
三对相互作用力表达资源环境承载力影响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与相互渗透的关
系。以各力在正六边形原点至顶点间的取值长度表示资源环境承载力状态，以实际六边
形的形态变化模拟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动态变化。同时借鉴具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文献
的评价指标，建立了通过Cronbachs α可信度分析的评价指标体系。为避免主观权重赋值
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在前人的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法的基础上改为更直观易行的分类排列
多边形图示法，利用多维乘法以面积指数及面积比值的形式表达资源环境承载力贡献值
与承载状态，既省去繁复计算的操作障碍，又避免了不严谨的权重赋值传统加法的影
响。最后利用构建的评价框架体系，对北京市2010年与2015年资源环境承载力状态进行
了对比实证研究。与以往研究北京市早已超载的结论不同，本文认为，北京市2015年资
源环境承载状态甚至优于2010年的承载状态，且有进一步承载的空间。当然，北京市短
期内生态保护与城市建设对土地空间的争夺矛盾不可忽视，不可过于乐观。

本文实证研究时并未给出具体的北京市人口规模数值，仅是通过佐证的方式验证本
文评价理论的可行性。而找出承载贡献值的变化机制与规律，推断出具备有效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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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承载人口规模更具意义。后续的工作将从本文研究基础出发，继续寻求资源环境承

载力反映在人口最大或最佳规模近似最优解的研究方法。

同时，按照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一般研究假设，人口增加，地区资源压力必然也增

加，但本研究对于北京市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增大，资源压力出现了微小幅度的减

小，那么可否假设是经济技术条件的进步的作用？经济技术发展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负

向因子的抵消效应过程如何表达？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资源压力是否能够持续下降？

波动范围有多大？资源压力的下降是否意味着人口承载规模可进一步扩大？这些问题都

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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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achievements on the state evalua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Most of the studies use the traditional analysis method together with the
"Pressure- State- Response" model. This article first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ramework system of reg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Then it builds
the "PS- DS- DP" hexagon interactional theory model and divides the carrying capacity into
three pairs of interaction forces, namely "Pressure-Support", "Destructiveness-Resilience" and
"Degradation- Promotion", which correspond to resources supporting ability, environmental
capacity and risk disaster resisting ability, respectively. The negative load of carrying capacity
includes pressure, destructiveness and degradation, while support, resilience and promotion
represent the positive ones.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shape and area of the hexagon caused by
the interaction forces, the state of regional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could be
measured. This study figures out that the state value of carrying capacity is equal to the ratio of
the positive contribution value to the negative contribution value. The regional load condition
shows good if the ratio is over 1, and the bigger the better. Once the ratio is less than 1, it has to
be warned.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rating standards in this paper are delimited by 4 levels:
Ⅰ (≤0.30), Ⅱ (0.30- 0.70), Ⅲ (0.70- 0.85) and Ⅳ (≥0.85) corresponding to a lower level
balance load for a region with an approximate stable state, an unstable state caused by the high
speed increasing, an ideal carrying capacity of an approximate stable state, and a full load with
the system collapse. A perfect state is not to reach the limit while remaining the system stable.
Based on the above theoretical models and the earlier achievements, this research applies the
classified- array polygon method to explore the state change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of Beijing from 2010 to 2015.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research hypothesis,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will add to the regional resources pressure. But Beijing's resource
pressure has a slight decrease as the city's population grows, which differs from the conclusions
that the city was overload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Beijing is getting close to a perfect state.
The state value of carrying capacity was 1.0143 in 2010 and increased to 1.1411 in 2015,
suggesting that Beijing's carrying capacity turned better in 2010-2015. Compared to 2010, the
negative factor forces became weakened and the positive ones continued to enhance in 2015.
With the average rank value achieving 0.7025 in 2015, Beijing reached the optimal load
threshold and still had space for further carrying. Finally, these results give a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Beijing to control the population within 23 million by 2020.
Keywords: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PS-DR-DP model; population size;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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